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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术：国家治理研究的
一个新视角∗

杜　 月

提要：在“技术治国”的治理理念下，文件和图像在中国的行政系统中的
地位日益重要，然而对于文件和图像的经验研究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 经
验研究的缺乏很可能源于分析视角的欠缺。 本文力图通过借鉴社会学、人类
学、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内对于制图的研究，发展出一套
“制图术”的分析视角。 本文从“制图”、“治理”与“认知”三个环节对制图术
的视角进行论述，并尝试将这个分析框架运用于观察中国现阶段的土地治
理。 本文进一步指出，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发现制图术的广泛运用给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分别带来的新的治理机遇和局限。 以“制图术”为分析框架的
研究指出了中国的治理结构正在经历的重要转型和潜在困难。

关键词：制图术　 技术治国　 土地治理

一、引言：盒子里的村庄

近年来，国土局的办公室里最常见的办公用品是一个个蓝色的文

件盒。 每一个盒子里都装着一个村庄的若干张地图，每一个盒子都是

一个土地项目，工作人员在这些图纸上作业，规划着中国未来的城市和

乡村。 当项目完成之后，这些地图就会被放到棕色的纸盒子里，运到档

案室封存起来以便接受上级检查。 这些地图并不能直接反映实际的地

理空间，田野作业时手持地图的工作人员通常需要村干部带领或是询

问农户才能找到实际的作业位置，但这些地图在系统中的位置极其重

要：所有的地图都必须被录入国土系统覆盖全国的数据库，当一亩建设

用地的图斑在数据库里显示重叠时，省里的工作人员会在两天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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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赴现场勘查。 地图连同各种附属文件构成了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非常

重要的日常工作对象，一个项目所需要的几百份文件和图纸经常两个

成年人都抱不动。 当制图过程越来越复杂、地图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时，专业的编制公司应运而生。 公司的工作人员日日穿梭往来于办公

室，成为地方国土系统日常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助手。
在这些表象之下，我们看到，“技术治国”已经成为重要的治理理

念。 如文章开头所描述的经验场景，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中，地图和文

件的重要性越发凸显。 现有研究指出，现阶段的国家治理力图做到专

项目标明确、资金分配平衡、预算结构清晰、过程管理严格、程序技术合

理、审计监督规范，在实施过程中一统到底，且带有明显的专家治国的

倾向（渠敬东，２０１２）。 在实际过程中，这却可能导致繁文缛节的文本

规则泛滥，上级和下级政府都在文本形式上大做文章，官僚弊病日益显

著（渠敬东等，２００９）。 然而除了总体性的判断，经验研究却并不多。
既然技术和文件构成了治理非常重要的一个面向，那么技术和文件的

经验研究显然亟待发展。 这种研究的迫切性不仅来自于文件在现实治

理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也来自于聚焦于文献的研究视角本身的重要性。
邓小南指出，文书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有重要意义：对于政令文书

的研究有助于突破平稳方正的条块结构，综合观察一个时期的政治体

制。 信息本身的流通性质提醒我们将承载信息、传递信息的相关制度

视为“流程”、“路径”，而不满足于停留在制度的用意规定和效果结局

这起讫两端（邓小南等编，２０１２）。 同样，文件研究对于当代社会学研

究的意义也应该得到相应的重视。 此类研究的匮乏一方面源自于政府

文件的高度敏感性，但更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分析框架的缺乏。 本文尝

试将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以及政治学领域内对于制图

的研究进行梳理，促成其内部的对话，并将其放置到若干可以运用于中

国经验研究的概念板块之下，进一步提出以“制图术”作为一种新的透

析中国国家治理的视角。
“制图术”是对现阶段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面向的隐喻，它凸显了

国家将具体社会事实抽象为数字与图表，并以此为依据想象与治理社

会的实践。 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广泛运用于对各政府机构的分析。 然

而过于伸展的理论外延会一定程度上减弱概念本身的准确性和运用于

经验事实的精确性，我们有必要在此对“制图术”这一概念做出较为准

确的界定。 首先，制图术有明确的对象。 正如福柯所提出的“治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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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以人口作为对象，制图术的对象是土地，更精确地说是土地的一

系列属性：土地种类、土地面积、土壤质量等。 其次，制图活动以治理为

目的。 换言之，制图者的目的并不在于仅仅占有土地，而在于通过一系

列的深入干预达到特定的治理目的，如保障粮食安全，或最大化土地出

让利润。 再次，制图的主体是政府部门。 尽管测绘与编制公司越来越

深入地参与了土地治理的过程，但制图术的核心行动者依然是政府。
我们在制图术这个分析框架下可以看到中央和地方政府、“条条”与

“块块”之间展开的矛盾和互动有若干新的特点。 最后，围绕土地种

类、面积和质量的测绘与地图制作是制图术重要的技术环节。 制图术

这一概念本身就预设了特定的技术（如地理信息系统）的特性和逻辑

会对治理过程产生深刻的影响。 概括而言，制图术以土地为对象，以治

理土地为目的，以政府为主体，以技术为核心。 “制图术”作为一种研

究视角，也许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现阶段国家治理的逻辑、
结构和权力机制的转变以及相应的社会效果。

二、从治理术到制图术

（一）理论源起：治理术

１９７８ 年，在法兰西学院的演讲中，福柯阐释了一系列对于国家和

治理的思考。 在《论治理》这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福柯认为马

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标志着建立在权利和司法之上的主权理论的鼎

盛，但在这之后一种新的基于“治理”（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的技术重塑着国家和

个体的关系。 《君主论》中的君主通过司法统治和武力征服维护着他

对于领土和臣民的主权（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这种君主和臣民的关系是外在

而脆弱的，随时会被战争和阴谋颠覆。 而“治理”问题在 １６ 世纪的爆

发标志着西欧国家角色的历史性转变，国家和个体的关系也超越了外

在权利，国家开始越来越深入地管理和干涉个体的生命过程。 国家治

理的对象不再是人民和领土本身，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

间的关系（财富与资源），领土的特性（气候、灌溉系统、土壤肥力），人
的行为（习俗、习惯、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人和事件之间的关联（意外、
事故、饥荒、传染病、死亡）”（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１９９１：９３）。 治理的目标并不在

于把法律外在地施加于臣民或者领土，而在于把上述种种关系和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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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物”来管理和重组，以达到某种特定的目标。
这种基于关系和特性的对于“物”的治理依赖于一种特定的知识

形态———统计学。 统计学在 １６ 世纪逐渐发展，在 １７ 世纪被广泛应用

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因而统计学（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本质上是关于国家的

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这一转折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它更深刻地

体现了一系列从应然到实然的转折：治理术取代主权论的同时，统计学

也取代了自然法。 自然法所规定的道德和权利是超越性的，基于自然

法的规定超越于社会事实本身并指向一个更高的秩序和存在；而统计

学的真理就在于事实本身，它充分肯定国家基于自身的理性，而不在这

之外或之上寻求其他的理性秩序。 国家对于个体的规训原本依赖于设

定规范（ｎｏｒｍ）并要求个体服从，而基于统计的治理则把平均数和正常

（ｎｏｒｍａｌ）作为真理。 统计治国的逻辑不在于迫使个体服从某种秩序，
而在于定位平均数，找出偏离值，然后通过一系列干预使得偏离值向正

态分布的曲线靠拢。
从主权到治理的转化伴随着另一个重要的转变：国家治理的对象、

统计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个体或是家庭，而是作为整体的人口。 君主

和人口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服从”或是“违逆”，相反，统计学揭示

出人口具有一系列自身内在的规律：相对固定的死亡率、疾病率、增减

周期。 君主的意志并不能直接导致人口的增长，相反，国家必须施加一

系列看似与人口增加无关的政策来间接地影响人口增长，如调整出口

和进口商品的数量以影响食物供给、就业率和财富积累，并进而影响人

口增殖。 基于这种新的治理技术的人口增长不再依赖于君主的意志，而
依赖于一系列计算和统计分析（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２００７： ７１ － ７２； １９９１：１００）。

福柯对于治理问题的讨论在近代政治学的学术传统中有着重要的

位置，它开启了政治学领域对于治理技术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并且重燃

了人们对于生命政治（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研究兴趣。 就本文的兴趣而言，
治理术的研究从政治学领域到地理和历史学的扩展是非常关键的一个

节点，它开启了对于制图术（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的批判性研究。

（二）治理术与制图术

在福柯对于治理术的论述中，领土并不占据重要的位置，不但如

此，领土作为君主的统治对象还经常被用来和新的治理对象———人口

进行对比。 在福柯看来，君主和领土之间的关系是外在而脆弱的，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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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于人口的治理却是深入肌理的。 治理术的研究对于地理学的影响

首先就体现在人文和政治地理学者对于这一判断的挑战。 学者们认

为，领土和人口一样是治理术的对象，领土通过制图术被不断地拆解、
分析、计算、干涉和重组。

理论上，任何对于人口的统计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空间存在。 无论

是迁移率、出生率还是死亡率，都是对于某一具体地理范畴之内的人口

现象的描述，而国家对于人口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指向人口现象的具体

空间分布（Ｈａｎｎａｈ， ２０００； Ｅｌｄｅｎ， ２００７）。 因此，当人口被作为可分析

和计算的治理对象时，领土自然也就同时成为了可分析和计算的对象。
有趣的是，比格（Ｂｉｇｇｓ， １９９９）对于西欧制图史的考察显示，现代意义

上的地图在 １６ 世纪才在西欧出现，而这个时点恰好与福柯对于治理术

在西欧兴起的时点判断相吻合。 在此前若干世纪，地图这个概念在英

语或法语中并不存在，对于空间的地理描述也极其稀少。 但这并不表

明对 于 空 间 的 想 象 和 描 述 不 存 在。 比 如， 描 绘 神 圣 空 间 的

“ｍａｐｐａｎｍｕｎｄｉ”（字面意思是“世界的外衣”）在宫廷和民间是广为传

播的。 这种神圣地图通常以耶路撒冷为世界的中心，描绘天堂和地球

相连的景象，诺亚方舟和亚历山大大帝经常出现在同一张地图上

（Ｂｉｇｇｓ， １９９９： ３７７；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９９１： ２２ － ２４）。 与此相反，现代意义上

的地图则将空间抽离于神圣或世俗的属性，完全作为内部性质相同的

数量来把握。 １５ 世纪初基督教世界对于托勒密天文学的重新挖掘带

来了经度、纬度和投射的概念，从而建立了制图术的基础，而印刷术的

发明则使得制图技术在整个西欧大陆传播开来。 １６ 世纪初，地图以及

制图技术指导手册已经广为流传。 制图技术在 １９ 世纪初相对成熟，可
以描绘出若干人口变量的地理分布，包括人口密度、迁徙、寿命、语言、
宗教和一系列其他特征（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１９８２； Ｊａｃｏｂ ＆ Ｄａｈｌ， ２００６）。

在更深刻的理论意义上，地理学和历史学开始探讨治理术在空间

领域的相对概念———“制图术”。 正如治理术的对象不是个体和家庭

而是整体的人口，制图术的对象也不是作为财产的土地（ ｌａｎｄ）或是作

为军事和政治目标的地域 （ ｔｅｒｒａｉｎ），而是可被计算和控制的领土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Ｅｌｄｅｎ， ２０１０）。 和治理术相似，制图术本身是一种治理技

术，是对空间的统计学描述和分析，而制图术与治理术更深刻的关联在

于，它们都不仅仅是技术，它们开启了新的治理形态，并且具有深刻的

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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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兴趣在于将散落于各个分支学科的对于制图的研究加以组

织，并发展出一套“制图术”的研究视角，再尝试运用这一视角来透析

中国当代的土地治理经验。 具体而言，本文将结合初步的中国田野经

验，将各个分支学科中的制图术研究呈现和组合为制图、治理和认知三

个面向。 需要注意的是，这三个环节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在中国的治理

实践中，制图、治理和认知是同时发生且互为基础的。
制图：制图是把纷繁复杂的实际空间转换成可分析和控制的抽象

空间的过程。 地图和图表远不是现实空间的客观复制，相反，制图者的

主观意图和技术的发展都潜在地影响着地图所呈现的空间。 从实际的

地理空间到抽象的图纸之间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过程，对于制图过程

的追溯有助于我们破除对于“透明”和“客观”的执念。
治理：治理是国家官僚体系依据地图和图表所体现的抽象空间进

行计算、规划、控制和监督的过程。 将制图术放置于具体的官僚系统的

运作之中考察，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作为治理的工具为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带来了新的治理形态和可能性。 不仅如此，地图本身的逻辑对于

制作者的意图、目的、行为也有着极大的制约和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
基于地图的治理深刻地改变了治理的形态。

认知：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制图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带来了

权力和资源的重新分配，而这种外部的变化是以主体的变化为基础的。
制图术带来的更根本的变革在于，它重塑了不同群体认知空间的方式，
并由此触发了一系列新的认知图式的冲突。 根据主体所处的不同社会

位置，制图术所带来的空间认知也不尽相同。 在这些多重的想象和认

知冲突之中，新的治理模式正在慢慢浮现出来。
文章引用的经验材料来自于作者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 ８ 月、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对于城乡统筹、增减挂钩和占补平衡等土地项目在四

川、山东、河南、江苏、广西的 ６ 个区县 １１ 个乡镇的考察。 作者的田野

调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作者采用机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对区县国土

局进行调查，观察地图及相关文件制作、使用、流通和变更的过程，并对

主管领导和业务人员进行了 １６ 次访谈。 其次，对过去三年的项目资料

进行文献研究，结合在国土局进行的访谈确定典型项目（共计 ２０ 个项

目）并进行实地考察，共对 １１ 个乡镇的 １８ 位干部或工作人员进行了

４０ 次深度访谈。 由于本文的主旨在于发展研究视角，经验材料中的背

景和细节均做了相应的省略，同时对人名地名等也做了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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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　 图

列斐伏尔在哲学意义上指出现代的空间本质上是抽象的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１９９１）。 这种“抽象空间”和我们生活的具体而生动的经验

之间有一层面纱，这层面纱就是我们的思考。 在治理的视角下，这种对

于现代空间理性的概要判断有了更加具体的内涵：治理并不是加诸于

一个已经存在的空间之上的，相反，一个“可治理的空间” （ ｇｏｖｅｒｎａｂｌｅ
ｓｐａｃｅ）必须经过和实际空间的分离、抽象和加工（Ｒｏｓｅ， １９９９： ３１ －
３２）。 重新经过地理编码（ｇｅｏ⁃ｃｏｄｅｄ）之后的空间为政府的治理提供了

必要的基础（Ｒｏｓｅ⁃Ｒｅｄｗｏｏｄ， ２００６： ４８０）。 在这个概要判断之下，我们

要进一步究问的是，这种人为创造的、可治理的空间到底在什么意义上

是抽象的？ 它和实际的空间有何差别？

（一）铭刻：方便携带的现实世界

“铭刻”（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是拉图尔（Ｌａｔｏｕｒ，１９８６）提出的制图以及更广

泛意义上以可视文件重现现实的重要概念，这个概念推进了人类学领

域一系列以文件作为独立对象的研究（关于人类学领域内对于文件的

研究，参见 Ｈｕｌｌ， ２０１２）。 这个词的本意即是将流动的概念篆刻于石板

上并永久保存。 铭刻是人理解和把握外在世界的一种方式：通过铭文，
人们可以再现已经失却的古老和遥远的世界。 地图作为铭文有如下特

征：首先，它像标本一样将遥远的空间的现实“带回”到桌前，空间的移

动并不能破坏它所再现的内部结构，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世界变成了

“便携”的，而这种便携性使得统治者可以更方便地进行治理。 路易十

六派拉比鲁斯跨越太平洋去库页岛测绘地图并带回凡尔赛宫，以确定

库页岛的地理结构、主权权属以及未来的航线。 由于地图是对现实的

成比例的缩放，而在空间移动的过程中，地图的内在结构没有被损坏，
因此在任何时候皇帝和官员们都能以任何比例在凡尔赛宫重现遥远的

库页岛的全貌。 因此，制图是对现实的成比例缩放和跨越地理空间的

保存。 其次，地图是官僚系统理性化的工具。 官僚系统驾驭社会的能

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集中了各种图表，分析它们的内在联系并且在

此之上做出决定。
拉图尔极其准确地把握了制图过程中由信息叠加所带来的官僚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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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权力，并指出现代社会对于可视化的地图的执念。 但“制图是对

现实的成比例缩放”这个判断却有待商榷。 事实上，地图作为人与实

际空间之间的媒介，其制作过程与人类认知和实际空间之间有着复杂

的关系。 根据制图交流学（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的理论，在将现

实空间抽象为地图的过程中，制图者的主观目的和知识都留下了深刻

的烙印。 而读者在读图的时候又需要调动起自己的知识和理念，最终

把地图再还原为现实的空间（Ｋｏｌａｅｎｙ， １９６９）。 从实际的地貌到地图

上的线条，现实的细节要经过一系列削减、选择、合并、扭曲和夸大

（Ｗｉｎｉｃｈａｋｕｌ，１９９４： ５３），在这个过程中制图者的目的和知识都会不可

避免地在地图上留下明显的烙印。

（二）现实世界的简化与可读化：制图者的主观意图

斯科特的“可读性”（ｌｅｇｉｂｉｌｉｔｙ）概念充分还原了制图过程中制图者

的主观目的这一因素（Ｓｃｏｔｔ，１９９８）。 斯科特同样肯定了现代国家不断

把现实空间转变为地图和各种图表的倾向，但他更明确地指出，这种不

断使社会事实“可读化”的过程是和现代国家的目的密切相关的。 现

代国家致力于全面掌握物理和人力资源，并且通过干涉使资源有最大

的产出，而这就需要更加深入和具有针对性的知识。 这一主观目的对

制图过程有极大的影响，最突出地体现在地图对于现实世界的“简化”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即筛选性地扩大与制图者的主观目的有关的内容并省

略与此无关的事实。 这一简化的过程并不仅仅是认知意义上的，它还

有着深刻的现实影响。 斯科特通过剖析现代国家地籍图（ ｃａｄａｓｔｒａｌ
ｍａｐ）的生成展示了“简化”的过程。 传统村落的土地使用权是非常复

杂的，在主要作物收获之后，大多数成员都有不同程度的拾荒权，以及

在公田上的放牧权。 例如，一棵树倒下之后，树干归种树的人，枝叶则

归前来捡拾的穷人。 在收成不好的时候，大部分规则都要随之调整，富
有的家庭有义务转让更多的权利给贫穷的亲戚。 这种复杂的土地使用

系统无法在某块土地和某一个体之间形成排他性的权属关系，因此给

税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为了最大程度地汲取土地税收，大多数现代

国家的做法是将复杂的乡约系统简化成为地籍图，从而在个体和土地

之间形成排他性的关系，即永久地权，在这一土地所有权之下包含着使

用权、继承权和买卖权等一系列排他性权利。
这种对于复杂和非正式土地使用权的简化在城市化过程中有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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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影响。 学者们对于印度城市化的研究发现，由于国家将村民和土

地的关系简化为有产权 ／无产权两类并以土地产权为补偿资格，只有极

少部分村民能够在征地过程中得到补偿。 在卡纳塔克邦，土地使用权

依然沿袭着历史和当地的若干特性：这里有大规模的公有土地以及非

正式的土地租赁。 商人、小摊主、接生婆、理发师等是村庄的长期居民，
但却并不拥有土地产权。 非正式的租赁系统支撑着当地的非正式经

济，同时增加了离地地主的收入。 但由于没有土地产权，居住在村落中

长达数十年的租客在征地过程中往往得不到任何补偿。 同样被影响的

还有生活在村庄公有土地上的村民，特别是妇女和穷人（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２０００； Ｇｏｌｄｍａｎ， ２０１１）。

因此，在考察制图过程时，被省略的往往和被强调的细节一样重

要。 在中国的城市化实践中，耕地保护越来越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重

点，因此划定基本农田成为近年来国土数据建设的重中之重，而非法占

用农田和耕地是国土部利用卫星图片重点监测和打击的行为。 在作者

做田野调查的多个区县的国土局，基本农田在上一年都正在划定或已

划定完毕并录入数据库。 根据 Ｃ 市 Ｑ 区国土局工作人员来国土部确

认基本农田时进行的访谈（访谈 Ａ０５，２０１５０１２０），每一块基本农田都以

图斑的形式被录入数据库，并伴有详细的地理坐标，和卫星图片叠加后

即可探测到违法用地的行为。 工作人员被要求比对和确认每一块图斑

的地理位置并签字以便确定责任。 在增减挂钩的过程中，国土部严密

监控着每一块宅基地复垦而成的耕地，以确定整个过程没有导致耕地

的减少。 与中央政府的主要关注点不同，在地方国土局所制作的图表

中，人口统计和宅基地面积测量才是重要的测量对象，这是因为人均宅

基地面积直接决定了增减挂钩的收益。 由于增减挂钩项目中原有的宅

基地复垦后通常被上级政府以固定价格回收，而乡镇政府同时负责建

造住宅楼并安置农户。 在指标价格和人均安置面积恒定的情况下，人
均宅基地面积越小，项目的收益就越小。 由于人均宅基地面积在不同

地理条件下差异极大，人口统计和宅基地面积测量是确定项目可行性

的重要环节。 在地处山区的 Ｋ 市 Ｌ 区 Ｌ 镇，由于山区宜居地块有限，
几代人共同居住在一处宅基地的情况非常多见。 指标的买卖价格在当

地规定为 ３０ 万元 ／亩，而成本（包含拆迁和复垦费用，以及为每块宅基

地地块上居住的所有户口在村人口提供人均面积不小于 ４０ 平方米的

安置房）则高达 ６０ 万元 ／亩。 巨额的价差使得该项目只能依靠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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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付资金，区政府 ２０１３ 年垫付的 １１００ 万元资金到现在仍未归还，而项

目的进行还需要进一步向区政府申请资金（访谈 Ｓ１２，２０１６０４３０）。 因

此，人口统计与宅基地测绘成为乡镇政府与地方国土局工作的重中之

重。 本研究所涉及的 ２０ 个项目均制定了详细的人口分类，区分户口在

村没有房子、房子在村没有户口、入赘和外嫁等情况并据此对人口进行

详细统计。 在地方国土局绘制的大比例尺地图上，我们可以在图片底

部的表格中看到每一位户主的姓名、每户人口以及宅基地的面积。
然而，不论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制作的地图，都同样不关心最具

体的事实：每户的实际人口和宅基地的实际使用权属。 即使国土局对

于户主、人口以及宅基地面积有详细的统计，经过研究者核实，这些数

字只能保证在总量上属实，但地图上所显示的三栏内容在实际中却未

必能够真正对应起来。 在 Ｄ 市 Ｐ 区的实际工作中，乡镇干部经常为了

便利在地图上随意改变宅基地使用权属并上报（比如把“７ 队”改成“９
队”），只 要 宅 基 地 总 量 属 实， 这 种 改 动 就 不 违 纪 （ 访 谈 Ａ０２，
２０１４０７２０）。 这看似细节的忽略，对农户的实际生活却有着非常实际

的影响：由于宅基地的具体使用权属和位置以及每户人口数在地图上

是无关紧要的，在满足人均最小安置面积的基础上，乡镇政府经常以在

地图上调动农户的方式最大程度上整合不同村庄的资源。 举例而言，
在 Ｄ 市 Ｐ 区的实践中，Ｗ 村共复垦土地 ８５７ 亩，其中 １８０ 亩用来建造

安置楼，安置本村人口共 ５６８ 人，人均安置面积最初规划为 ５０ 平方米，
远高于 Ｄ 市规定的人均 ２５ 平方米的标准。 为最大程度上利用土地资

源和节省安置费用，镇政府决定将 Ｘ 村增减挂钩项目涉及的 ９９０ 人也

安置在 Ｗ 村项目的安置房中（访谈 Ａ１７， ２０１６０８０３）。 对 Ｗ 村的村民

而言，这意味着村庄土地资源被他者分享，并直接导致了人均安置面积

减少约一半。 对 Ｘ 村的村民而言，这意味着无法利用本村土地资源，
且耕作半径极大增加。 在 Ｔ 市 Ｘ 县的增减挂钩项目的实践中，２０１２ 年

开始建造的万人社区既无规划又无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覆盖。 在政策收

紧和土地利用规范化之后，万人社区就变成了违法用地。 为了消化 Ａ
镇村违法用地占用农田的指标，Ａ 镇包装了 ２９ 个项目，将与万人社区

相隔甚远的若干村的村民都纳入到增减挂钩项目中来（访谈 Ａ１５，
２０１６０５１９）。 对于这些村落的农户而言，被纳入到项目并不是因为自

身有上楼的意愿，而只是因为经国土局测算村落的人均宅基地面积较

大，有利于尽快归还违法用地指标。 由于被纳入增减挂钩项目，该镇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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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四年所有新建房屋及房屋修缮都被禁止，由此产生了村民子代婚期

延迟现象以及大量的代际冲突。 总体而言，在制图过程中，国家和地方

政府的意图都得到了突出的体现，这种对于实际情况的简化导致了一

个悖谬的后果：在补足耕地和实现人均最小安置面积的前提下，一切其

他的信息和实际的矛盾（例如农户的意愿、安置面积的减小、耕作半径

的扩大以及婚期的推迟）都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 我们看到，制图过

程中反映出的前所未有的精确计算和对于具体空间及权属的忽略造成

了一种超越具体村庄政治的大规模空间整合。 这个现象尤其值得我们

关注。 在实际结果上，虽然补足耕地以及满足人均居住最小面积的规

定得到了满足，却引发了很多矛盾和不公。 这种我们姑且可以称为

“地图正义”的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制图知识与技术：信息化迷思

除了制图者的主观意图和目的所导致的地图对于实际空间的简

化，制图者的知识结构和当代的技术也对制图过程有着极大的影响。
现在的我们大概需要一点想象力才能理解，１６ 世纪之前，人们对空间

的把握和感知是与现代人完全不同的，这是因为现代人的空间观念和

现代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联系。 根据普维（Ｐｏｏｖｅｙ， １９９５）的研究，
１７ 世纪笛卡尔的几何学对于人们的空间理解有重大影响，空间自此之

后才被理解为一种内在同质的、连绵的、向各个方向无限延伸且服从于

数学规律而存在的“各向同性空间” （ 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ｓｐａｃｅ）。 而现代的制图

术也只有在这种空间观念下才能在社会中传播开来。 制图的理论和方

法在 １６ 世纪初步成型之后，虽然在之后几个世纪中不断加以完善，但
始终是以托勒密的理论体系为基础，并没有太大的范式转变。 而 ２０ 世

纪末发明的远程监控与地理信息化科技构成了制图史上若干世纪以来

最重大的技术变迁（Ｂｉｇｇｓ， １９９９）。 地理信息系统（ＧＩＳ）的诞生之于地

理学的意义正如统计社会学之于社会学的意义，都是学科对“真正的”
“硬”科学的合法性诉求。 地理信息系统宣称自身是真实世界的镜子，
通过技术的完善可以无限逼近世界的真实状态，因此也拒绝任何在视

觉精准度之外的批判。 在地理信息系统面前，“任何对于真理、权力、
知识的诘问都是不被允许的”（Ｇｒｅｇｏｒｙ， １９９４： ６８），以至于基于传统制

图术的批判研究与地理信息和视觉化研究已经形成两大阵营，彼此在

立场上互不相通（Ｐｅｒｋｉｎｓ，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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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语境下，地理信息系统建设与国土系统的全面推进与中

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监控的加强有直接的关系。 在财政方面，学者们已

经指出项目制是近年来中央对于地方监控加强的重要制度设置，而地

理信息化建设则是这种控制在技术层面上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然而地

理信息化的全面推进是建立在技术的客观性宣称之上的，现在迫切需

要的是对这种宣称进行反思性的研究。
即使地理信息系统宣称具有全透视的功能，在实践操作中我们很

快就发现这个功能仅能在小范围内实现。 地理信息数据确实可以有效

地显示行政或者法律划定的实体的地理位置，比如人口普查的范围或

者国家的边境线，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人为规定的。 但土壤或者植被等

关键信息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地理外沿，在某一地理单元之内可能也存

在着极大的内部差异。 土壤和植被的种种变量在地理空间上和时间上

都是逐渐变化的，而地理信息系统并不能把握这种变化，相反只能假设

每个最小制图单位之内的性状是一致的。 因而同一个地块在不同的最

小制图单位下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状，而制图单位又往往是人为

随意规定的（Ｖｅｒｅｇｉｎ， １９９５）。 因此，我们需要极其谨慎地面对信息化

带来客观和透明的假设。 另一方面，基于这些地理信息的空间决策支

持系统（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通常需要大规模使用来自各种

公共和私人组织收集的数据。 这些数据不论在采集过程或是分类过程

中都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数据整合的过程中因为统计口径、精度和可信

度等的差异会产生极大的误差。 这种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的分离在大

规模的项目策划中是无法避免的常态，而因此引发的误差也是相当可

观的（Ｖｅｒｅｇｉｎ， １９９５）。 在地方国土局的机构民族志观察中，作者发现，
将土地资源全面数字化并收入全国数据库的过程其实充满坎坷。 以坐

标系为例，国土系统内有些单位使用的是 ５４ 北京坐标系（采用的是苏

联的克拉索夫斯基椭球参数），其他单位则使用的是 ８０ 西安坐标系

（采用的地球椭球基本参数为 １９７５ 年国际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联合会

第十六届大会推荐的数据），地方国土局的勘测队中老一辈一般坚持

使用 ５４ 坐标系，年轻人则多使用 ８０ 坐标系。 由于不同的椭球之间的

坐标转换并不严密，可想而知，当数据汇总入库的时候就出现了大面积

的重叠地区。 即使地理信息系统的计算能力再强，也无法分析出重叠

的图斑是由于项目重复建设和套用资金，还是坐标系转换的误差所致，
中央政府也只能将重叠的图斑发回基层使其自行修改和说明。 这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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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都要求我们悬置信息系统的客观和透明预设，把数字和信息放入到

具体的时点和结构中去考察其产生的具体过程，考察中央与地方政府

在此过程中的博弈，以及基于这些数据的治理所带来的更广泛的政治

和社会影响。

四、治　 理

近 ２０ 年来，中央政府不吝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以最先进的技术

来描绘每一寸国土，而地方政府的日常工作中越来越多的时间被用来

整合数字和图像资料，包括土地台账、土壤地图、卫星图片、规划图、竣
工图等等。 那么地图是怎么在治理过程中和官僚系统发生具体联系

的？ 地图作为治理的工具，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各有何种具体用途？ 如

果地图不仅仅是工具，它又如何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了官僚系统的逻辑？

（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近 ２０ 年来，中央政府逐步收集并掌握了全国性的地理信息。 这个

漫长的制图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信息掌握权方面

的博弈。 在全国性的信息系统建立之后，中央与地方又在这个新的平

台上展开了博弈，这些经验现象值得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学者们已经指出，１９９４ 年的分税制改革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是重

要的时点。 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兴办工业企业的积极性遭到极大打击，
转而开始大规模地通过征用、开发农用地来推动城市化，大量农村土地

转变为建设用地（Ｌｉｎ ＆ Ｈｏ， ２００５；周飞舟，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基于作者对

于 Ｃ 市 Ｑ 区国土局自 １９９６ 年以来台账的研究，以及对于相关负责人

员的访谈（访谈 Ａ１３，２０１４０８０３；访谈 Ａ１４，２０１４０８１０），我们可以尝试还

原中央与地方政府近 ２０ 年来在制图和以地图治理这一维度上的博弈

过程。
在 Ｃ 市，持续了数年的第一次全国土地调查于 １９９６ 年完成。 此次

调查中有关耕地数量的数据至关重要，这是由于占补平衡政策所要求

补充的耕地是以此次调查为基数的。 换言之，某地用于占补平衡的新

增耕地体现为该地现有耕地与 １９９６ 年调查中地图上显示的耕地数量

之间的差额。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Ｃ 市各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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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６ 年调查的数据并没有经国土部或省国土厅备案，这意味着各地都

可能以占补平衡的实际需要为标准来修改 １９９６ 年的原始数据。 在

２００９ 年结束的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终于使中央政府系统地掌握了全

国的耕地信息，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立即启用第二次土地调查的数据

作为基数来计算新增耕地，而地方政府却获得了将近四年的缓冲时间

逐渐过渡到以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为耕地数量增减的计算基准。 在 ２０１３
年，中央政府才开始以第二次土地调查的数据作为全国统一的基数，此
后所有耕地与建设用地的增减都以 ２００９ 年的数据为基准。 相比于耕

地数量，耕地质量数据的收集更为曲折。 ２００６ 年，Ｃ 市启动了土地等

级调查，对耕地的地力进行了系统的测量，并将数据汇总到国土部。
２００８ 年国土部印发《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年）》，
对农田质量首次提出了定量化的规划依据和考核标准，提出非农建设

占用农田时须通过复垦等方式补充数量和质量都相同的农田。 一时间

各地国土局纷纷表示之前的耕地等级估值偏高，要求重新测量耕地地

力。 Ｃ 市获准在 ２０１０ 年重新组织土地等级评定，此次评定中高质量的

耕地大幅度减少。 所有在 ２０１１ 年之前立项的土地项目均以此次评定

为准重新登记土壤等级，２０１１ 年之后的项目则由省国土厅组织专家进

行实测评定。 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在与地方政府的不断博弈中逐步建

立起全国性的土地数量与质量信息库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土地治理，此
过程花费了将近 ２０ 年时间。

全国性土地信息系统的建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央与地方政府对

于信息掌握权的争夺，而在系统建立之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又在

这个平台上继续展开。 在对全国性的土地数据有了系统的掌握之后，
中央政府近年来不断通过卫星图片等最直观的方式加强对地方政府的

监控。 以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的数据或更新数据为基准图与卫星图片

重合比对，各个大区的土地督察局可以准确地掌握地类变更和耕地数

量增减等信息。 ２０１３ 年作者在 Ｄ 市 Ｐ 区国土局做调查时，全国性的卫

星图片拍摄和检查还只有每年一次，地方国土局被要求依据发放的卫

星图片自查并解决问题，并由主要负责领导在年末时赴京做问题汇总

和汇报。 在全国土地督察“做好日常督察”的指示下，全国性的卫星图

片拍摄与检查在 ２０１６ 年已经增加到每年三次。 作者在 Ｇ 市 Ｂ 县的调

查显示，地方国土局每一到两个月就需要接待来自大区国土督察的工

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和检验。 然而，相较于中央政府全面监督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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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土地行为的意图，现阶段的有效监控还只能停留在有限的几个方面。
某大区督察局的工作人员在访谈中表示：“地方不会傻到在明显的地

方出问题。 比如从审批角度上，不符合规划的地类作假的情况并不常

见。 真正的问题并不在这些直接能够看到的明显的地方。 而在于，比
如‘占优补优’、耕地质量的问题”（访谈 Ｊ３１，２０１６１０２０）。

在地方政府这一端，地方政府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上级检查，相
反，近年来地方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大量生产地图等文件的方式寻

求自身的合法性。 新制度主义在组织研究中发展出的“合法性”理论

有助于我们理解地图的这种仪式性作用。 根据这种理论，文件和图表

不仅仅有工具理性的作用，它们本身是组织合法性（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的仪式

性表达，用以证明组织的运作符合既有的社会规范，并进一步增加组织

的竞争力（Ｍｅｙｅｒ ＆ Ｒｏｗａｎ， １９７７；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 Ｐｏｗｅｌｌ， １９９１）。 文件的

仪式性功能在中国的基层治理中有明确的体现，例如，李林倬（２０１３）
通过对县级政府文件治理的考察指出，合法性压力之下产生的符号性

文件和地方政府出于实际工作需要而产生的文件之间在时间轴上有突

出的分离倾向。
这种通过生产文件获得合法性的倾向在中国的土地治理实践中表

现得更加突出。 作者在对地方国土局的观察中发现，国土系统经常主

动地通过制图的方式来记录和证明程序的合法性。 具体而言，研究涉

及的 ２０ 个项目每一个项目都需要收集规划部门、农业部门、地质调查

院等机构以及乡镇的相关地图、测评文件和公章，一并需要收集的是村

民代表大会的意见和涉及相关农户的签名和手印。 在实际的工作中，
在不同的乡镇和政府部门收集两到三个公章就要占用一天的时间。 如

此繁杂的任务使得国土部门不得不雇用编制公司来专门处理地图、图
表、数字和文件。 由于对于地图和文本的要求日益精确化，更加专业的

人才培训也应运而生，编制公司的雇员们很多都是土地资源管理专业

毕业的学生，拥有将现实空间转变为抽象空间并生产出一系列相应文

件的专业技能。
作者对于地方国土局的田野调查发现，这些主动依靠地图获得合

法性的实践使得地方政府得以强调某些特定面向的信息，从而给地方

政府在这些面向之外带来了很大的自主性。 在上述 Ｐ 区与 Ｘ 县的增

减挂钩实践中，我们看到地方国土局在上交上级单位的汇报图表中突

出耕地补充以及最小人均安置面积达标的细节以证实自身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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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制作精细的图表将上级政府的注意力引导至有限的几个指标，同
时掩饰了在实际过程中由于扩大或合并项目所产生的大量社会矛盾，
使得乡镇政府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扩张自身的自主操作。 地方国土局

的这些实践充分表明，在以制图术为主导的治理框架下，地方政府已经

发展出了不同于以往隐瞒数据、数据造假或是“蒙混过关” （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的新应对策略。

这些经验使我们意识到，以制图术为核心的国家与地方实践构成

了当前中央—地方政府博弈的一个重要面向。 这种基于制图术的治理

使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在某些面向（如耕地数量和规划地类管控）急
剧增加，但也同时允许地方政府以主动追求合法性的方式开拓了在其

他面向（如合并、扩展项目）的自主性。 这种治理能力的不平衡发展及

其社会后果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作进一步的探讨和说明。

（二）地图的反向影响：再造政治空间与反向适配

著名的制图学学者哈利和伍德等人（Ｈａｒｌｅｙ，１９８８；Ｗｏｏｄ ＆ Ｆｅｌｓ，
１９９２）都明确指出地图和权力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地图是君主的

科学，是权力的武器，是统治的工具。 在“委托—代理”的理论框架之

下，文件和数字作为审计的工具可以降低代理偏离委托人利益的风险

（Ｆｌｉｎｔ， １９８８）。 然而地图不仅仅是被动的工具。 在以地图为工具的治

理过程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情形是，地图对于它的制作者和使用者

产生了重要的反向影响。 这种影响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政治决策依

赖于可视化的图像，因而地图往往从行政系统与自然之间的媒介一跃

成为新的自然的创造者。 另一方面，即使图像仅仅被用于监测等非决

策性的活动，地图本身的逻辑在很多情况下渐渐取代了官僚系统本身

的目的。
一方面，在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起源的考察中，学者们注意到地图往

往是国界和行政区划的创造者。 与梯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等学者从战争

与税收来理解西欧现代国家形成的视角不同，以安德森为代表的另一

派历史学家认为制图术在现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有重要的作用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１； Ｂｉｇｇｓ， １９９９； Ｓａｈｌｉｎｓ，１９９０； Ｗｉｎｉｃｈａｋｕｌ， １９９４）。 以

比格（Ｂｉｇｇｓ，１９９９）对西欧国家形成的考察为例，在基于国界的现代国

家诞生之前，主权并没有明确的地理意涵，这集中表现在政治飞地的大

量存在。 由于政治飞地的存在，这种政治空间是无法用地图来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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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只能用文字进行记录。 与这种模糊和流动性相反，地图所刻画的空

间界限分明，内部一致，并且抽离于任何传统的具体的社会关系。 原本

广泛存在的政治飞地和其他异质性的政治空间在这一新的技术形态之

下都成了反常的（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在这个意义上，地图不仅仅描绘了地理

空间，更重要的是它暗含了现代国家的政治空间安排：内部同质，外界

分明（Ｂｉｇｇｓ， １９９９：３８６）。 通过外交和战争，现实里纷繁复杂的边境最

终被简化为一条理想的直线。 在 １７７０ 年到 １７８０ 年仅仅十年的时间

内，法国就和邻国签订了多达二十余条和约来划定明确的国界（Ｂｉｇｇｓ，
１９９９： ３８８； Ｓａｈｌｉｎｓ， １９９０： １４３８ － １４３９）。 地图所描绘的空间外界分

明，内部空间则是同质的。 卡西尼（Ｃａｓｓｉｎｉ）忽略传统的辖区，运用三

角测绘技术把法国的领土等分成 ８０ × ５０ 公里的长方形。 何塞

（Ｈｅｓｓｅｌｎ）在此基础之上，以九为数量单位把整个法国分割成无数几何

面积等同的单元。 这种同质性空间的暗示有极大的政治后果：大革命

所带来的一系列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即是废除旧制度的辖区分割，
旧有的辖区往往拥有自成一体的传统和习惯，极易成为旧制度死灰复

燃的沃土，因而必须废止，而以地图所划分的地理单元取而代之。 西耶

斯在《第三等级是什么》中特别提出应该以卡西尼的地图为基础、以几

何原则来进行行政区划，而现实中国民议会确实是以卡西尼地图为基

础，以面积相同为原则划分了法国的国土（Ｂｉｇｇｓ，１９９９： ３８８）。 地图在

这个意义上不仅是国家规划领土的工具，它深刻地改变了行政区划的

原则，并且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影响。
另一方面，随着种种量化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广泛传播，社会和社

会中的个体都越来越热衷于可测量之物。 人们的心理状态越来越难以

捕捉和把握抽象的概念，而必须要寻找技术化的手段来量化这些概念。
悖谬的是，技术不仅仅是被动的可被利用的手段，技术最重要的特质之

一即在于它有根据自身特性重新定义目的的倾向，并且极可能让使用

者忽略 任 何 其 他 的 视 角。 这 就 是 所 谓 的 “ 反 向 适 配 ” （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ａｄａｐｔｉｏｎ），即在技术使用过程中，使用者本身的目的顺应技术的特性被

重新定义（Ｗｉｎｎｅｒ， １９７８； Ｖｅｒｅｇｉｎ， １９９５）。 举例来说，进食的需求转化

成了对冰箱、烤箱和超市的需求。 这些极度狭窄的技术定义同时限制

了我们的想象力，使我们忽略了达到原本目的的其他可能性，甚至逐渐

忘记了初衷。 简单而言，反向适配的过程可以总结为：目的（抽象） －
技术化手段 －目的（再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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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反向适配”也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于

中国田野经验的理解。 近年来，在村庄的基础设施改善项目中，制图越

来越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这与财政资金的专项化有关。 与以往财权

下放乡镇乃至村集体的做法不同，近年来财政资金越来越多地以专项

资金的方式通过部门逐层下发（周飞舟，２０１２），而财政资金专项化在

技术层面则体现为对制图的高度依赖。 以作者在 Ｌ 市 Ｓ 区国土局参与

观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实践为例，该项目的主旨是对 ２０１２ 年之

前已经竣工验收的农田整理项目注入后续资金。 各个村向国土局提出

申请，资金以中央与地方 ２ ∶ ５ 的配比形式下发到区国土局。 在此过程

中，资金的测算高度依赖地图这个工具。 具体而言，在外业工作中，在
村干部的带领下，国土局的工作人员首先在比例尺 １ ∶ ４５００ 的地图上

确定所在位置，然后标出拟修道路的位置，对道路在实地以测距仪器进

行测绘，之后比对比例尺 １ ∶ ５００ 的地图确定最终距离。 一方面，任何

实际地貌上的变化都需要准确地还原到地图上，而最终的资金测算也

以地图为基准。 另一方面，由于项目的最终效果也以竣工图的方式向

上级提交，这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定义了国土系统工作人员在实践中的

目的和决策依据。 作者在田野中发现，在实际作业中，国土局工作人员

倾向于选择在竣工图上体现出修缮长度最长的方案。 这一目的的重新

定义对于村庄有着很实际的影响：考虑到运输、人力、时间等成本，修缮

路段越短，相隔距离越远，相对成本越高。 因此为了实现在竣工图上体

现修缮长度最大化的目的，只有达到一定长度并可以和之前已修缮的

道路相连的道路才被批准铺设或修缮。 在实际效果上，若干村庄内部

由于农业运输等原因迫切需要的道路都因为路段过短或是不和外部道

路网相连而被拒绝铺设和修缮，村民们提出的修水泥路到家门口的要

求也因为过于分散、成本过高而被否决。 由于村里向国土局提出修缮

申请的道路大部分都被否决，村干部在访谈中表达了不满：“（基础设

施改造中）对百姓最有用的就是铺路……但是实际上最后给修的就只

是本村到外头的路，里面的好些都不给修” （访谈 Ｓ２２，２０１６０９０３）。 在

这个例子中，在竣工图上最大化修缮长度的技术需求超越了村庄和村

民的现实需求，重新定义了改善村庄基础设施的实践：“改善村庄基础

设施（目的） － 规划 ／竣工图（技术手段） － 图像体现可观测道路最长

（目的再定义）”。
在高度依赖图像进行决策和反映效果的基础设施改善项目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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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发现“最大化可视效果”这一策略有广泛的影响。 在访谈中村干部

表示，村里的基础设施改善工作总要参照各种技术要求，而这些要求都

和村里本身的需求无关：“按照不同的项目来修就不合理。 因为每个

项目的技术要求都不一样。 现在有各式各样的项目。 其实房屋改造、
水电气、农田如果一起搞是非常好的。 可现在都是一个一个的项目，每
个都有不同的技术要求，最后这修一块那修一块，都是零星的” （访谈

Ｓ２５，２０１６０９１２）。 最终是各个不同项目的技术手段而非村庄本身的需

求定义了项目的选址和实施。
在“治理”这个环节中，本文重点讨论了制图术作为官僚系统治理

的理性和仪式性工具，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同时也对于官僚系统本身的逻辑以及治理的实践都可能施加反向的影

响。 对制图术的历史研究及其在当代的广泛使用无不说明制图术与现

代官僚系统的选择性亲和。 但是，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批评制图术在治

理中的应用，更在于强调在制图术被如此广泛运用的背景下，我们不能

不重视图像的空间暗示以及制图的技术细节对于治理目的的潜在扭

曲，否则我们很可能要承担由此带来的政治和社会代价。

五、认　 知

在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依靠统计数字和抽象的图像来理解世界

与做出决断，以至于数字与图像很容易被当作是天然存在的。 阿伦特

语带讥讽地指出，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兴起是需要特定的人性条件

的：只有当人彻底变成社会存在并且全然一致地顺从某种行为模式的

时候，对这种模式的偏离才能构成统计意义上的异常值 （ Ａｒｅｎｄｔ，
１９５８：４２）。 相反，行为模式的正态分布在希腊是不可能存在的，由于

城邦中的每个自由人都追求卓越（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而卓越的重要标准之一

即是追求与众不同（Ａｒｅｎｄｔ， １９５８：４８）。
福柯对于治理术的主体条件也做了非常深入的探讨。 由于治理术

的核心命题是以人口为对象的精细计算与对生命过程的深入干涉，治
理术要求个体是可被分析计算且服从于干涉的。 福柯明确指出基督教

的牧领（ｐａｓｔｏｒａｔｅ）是治理术的前提，这是由于前者为后者构造了主体

的基础（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２００７：１８４）。 治理术是治理国家的技术，而牧领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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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个体的艺术，二者的共通之处是对对象的分解和计算，以及深入的

干预。 在福柯看来，牧领的要害并不是拯救，其独特之处是将信徒引向

应许之地的途中牧师创造的一系列技术，其中对于德行和过错的分析

管理格外重要。 德行和过错在信徒的一生中不断被分析、叠加、抵消、
转移，而牧师作为管理者，监督记录和计算着信徒这一生的作为。 正是

这种分析、计算与干预的过程创造了治理术的主体基础。

（一）制图术的主体条件：空间认知与想象

制图术的主体条件是什么？ 制图术以空间而不是人口作为直接的

治理对象，但制图术同样需要地图使用者具有特定的认知方式才能真

正起到作用，“地图不仅仅是实用性的管理工具，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

认知图示”（Ｗｉｎｉｃｈａｋｕｌ，１９９４： １２０），而离开后者，前者是很难发挥作

用的。 安德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１）和威尼差恭（Ｗｉｎｉｃｈａｋｕｌ，１９９４）等对于

东亚历史的研究就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制图术诞生前后人们对空间完全

不同的认知。
安德森与威尼差恭对殖民史的重新整理和爬梳有两点突出的贡

献：首先在于对前现代认知图式的生动还原，其次在于对于新旧认知图

示的冲突和更迭的详细考察。 以“边境”（ｂｏｕｎｄａｒｙ）这一概念为例，前
现代的泰王国对于权力边界的认知与现代世界地图上细细的边境线完

全不同。 远离权力中心曼谷的边缘地段经常被当作礼物送与别国，国
王并不具有领土不可分割的主权意识。 权力的边界是由王国保护边缘

城镇的能力所决定的，因而王国的边境经常被想象为一块块城镇组成

的补丁，这些城镇并不是彼此相邻的，所以边境也是非连续的。 王国与

相邻的国家并不“接壤”，相反，边界往往是由森林和河川构成的缓冲

地带，因而是一条极粗的线条。 这种对于历史的生动还原一方面体现

了历史的想象力，即重构一种超越于单一的现代主导概念体系的丰富

的认知世界，另一方面也潜在地拒绝了历史主体是认知白板（ ｔａｂｌｅａｕ
ｂｌａｎｃ）的假设，并且引出了另一个深刻的问题———由地图引发的新旧

认知图式的强烈冲突以及更迭过程。 英国与法国在东南亚不断加剧的

殖民活动促使泰王朝主动利用现代的主权边境概念和制图术维护王国

的独立，而在此过程中本地的和前现代的认知图式逐渐被取代，地图得

以广泛复制和使用，并且成为主权国家的重要文化象征之一。
在另一些情境下我们则看到村庄基于历史与习俗的对于空间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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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国家基于现代制图技术的空间管理之间形成了一种妥协并存。 例

如在波兰，近两个世纪以来官方的地籍图与实际的土地使用权属有差

异的面积达到 ４０％ 。 官方制作的地籍图要求以一条细线来划分土地

权属，邻里之间却经常通过协商来调整使用权，而经常变动的权属无法

用固定的线条来描述。 经过多年的磨合，两方找到了共同的定界

物———“ｍｉｅｄｚｅ”（字面意思是“分割物”），这是一种在波兰的农村田间

常见的 ２０ 到 ５０ 厘米宽的田块。 在土地管理部门眼中，这依然是一条

直线，而在村民看来，这是一条邻里田地之间的缓冲带，其使用权属可

以随时变动（Ｈａｒｖｅｙ， ２０１３）。 这些对于空间的认知与认知的冲突在不

同的社会条件下呈现出不同的形态，需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去考察和

梳理。

（二）中央与地方：信息化时代的认知差异

制图技术的发展能够消弭不同群体对于空间的认知差异吗？ 当原

始的制图术被地理信息系统等更先进的技术取代时，似乎技术已经能

够完全客观和透明地刻画地理特征，似乎人们对于空间的认知随着技

术的完善越发一致了。 然而事实也许恰恰相反，信息化和大数据正在

以其独特的方式激发与以往不尽相同的空间想象，处于不同位置的人

群对于空间的认知很可能具有了更大的差异。 皮克斯非常有洞见地指

出，信息化时代基于 ＧＩＳ 的空间认知同样呼应着安德森所提出的“想
象的共同体”的问题（Ｐｉｃｋｌｅｓ，１９９５），因此人们基于数字地图如何想象

空间依然构成非常核心的研究命题。
回到中国城市规划与治理的问题，我们看到地理信息系统正重塑

着人们对于空间的不同想象，而这种空间想象的差异还有重要的政策

后果。 根据初步的田野经验，我们可以判断，作为不同主体的中央与地

方政府，基于 ＧＩＳ 提供的世界图景对于空间有着不同的认知。 在中央

政府这一端，ＧＩＳ 最大程度上实现了“透明”这一理想。 它可以跨越实

际地理距离远程监控土地的变化，任何违法用地、侵占耕地的行为都可

以暴露在卫星图片中；它可以在各个历史图层之间比对并反映政策执

行的情况，例如耕地数量增减和地类变化。 正因为如此，中央政府近年

来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实现国土督察数字化信息化，不断增加信息的精

度和督察频率，例如投入高额的技术成本（获取卫星图像以及漫长的

解码过程）将原本每年年末的卫星图片执法发展为每年三次，而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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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据的查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在地方政府这一端，却对于空间有

不太一样的视角和认知。 地方政府非常明确地认识到各种数字地图上

的空间是完全不透明和可塑的。 在这种空间认知中，空间不是我们站

在某个特定的角度用肉眼捕捉到的整体性的存在，而是从各个角度对

空间进行分割，剥离成一层又一层的图层：土壤质量地图、乡镇规划图、
卫星图片、竣工图。 而最终呈现的空间是对这些图层重新组合的结果。
在重新组合的过程中，原先的元素会被打乱，现实中毫无关联的地块由

于某些属性相同而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被视为等同甚至可以互换的地

块。 选取不同时期的图层作为基准图，抑或是选择不同机构制作的土

壤图，都可以组合出不同的变化。 这是一个无法用身体和肉眼的经验

捕捉的，可以无限组合的空间，本杰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１９６８：２３３ － ２３４）对于

绘画和摄影的评论极其生动地刻画了这种悖谬：“画家的作品有着整

体性的视角，而摄影师的作品则是把自然打碎为无数碎片，再在新的法

则下组装起来”。
如果说制图过程中的“简化”描述的是地图对于现实世界的抽象，

空间重组则是地图内部图层之间的相互代替和重新组合。 前者是制图

者在制图过程中带有主观意图的行为，后者在更多的情况下反映的则

是一种对于空间的重新认识和想象。 城市社会学研究往往预设各个行

动者（政府、跨国公司、地产商、非政府组织与居民等）都对空间有着相

同的认识，并且在这个前提之下研究各方对于权力和利益的争夺。 然

而对于主体空间认知的研究提示我们，在很多情况下这个预设并不符

合现实，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方法还原在各个社会位置之上的行动者

对于空间的不同想象与认知图式，这也许是进一步揭示城市化过程内

在机制的基础。

六、结语：制图术与中国的治理研究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底，国务院下发 ４７ 号文件要求对增减挂钩试点工

作进行清理，到 ２０１３ 年增减挂钩项目正式走向全国，国土资源部的清

理检查工作中最重要的一条即是要求地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将试

点项目区上图入库，纳入“一张图”管理。 这一过程深刻地反映了治理

与制图之间日益密切的关系，而我们需要新的研究视角来把握这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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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本文所援引的与制图术相关的研究分布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

学、政治学和地理学各个领域，然而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里，并没有迫切

的需求把它们整合在一起。 而本文借鉴多领域内制图研究的努力从一

开始就是面向中国的治理研究的。 在中国的田野经验中，中央—地方

关系是理解城市化过程的非常重要的维度，通过制图术这一研究角度，
我们可以观察和把握到这一维度所展现的治理形态整体性的变化。 在

有足够的田野经验积累之后，制图术的研究应该能够和国内现有的治

理研究形成对话。 例如它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回应治理研究中提出并试

图解答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如何在博弈中分割控制

权（周雪光，２０１５）？ 项目制如何在行政系统之内创造增量（渠敬东，
２０１２）？ 自上而下的科层的控制逻辑如何和自下而上的反控制逻辑并

存（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
制图术的研究始终要回应这样一个问题：制图术的广泛应用分别

给中央与地方政府带来了何种治理的新的可能与局限？ 透过制图术这

一视角，本文呈现了一些初步的判断：对于中央政府而言，通过近 ２０ 年

的制图实践，中央政府逐步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土地信息系统，并越来

越依靠这些可视化的技术知识对地方政府进行监控。 在耕地数量和地

类等方面，基于图像的监控已经显示出了很大的效力。 然而制图术也

不可避免地给中央政府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依赖制图术进行治

理时，中央政府因其处于遥远的数据顶端的位置，对空间有着特定的认

知。 一方面，中央政府相信地理信息系统的客观性和透明性，因而将视

野聚焦于其所呈现的信息，并依赖这些信息来监督与纠正下级政府的

行为，因而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现实中无法被信息化的复杂实践。
另一方面，制图术为地方政府带来新的治理的可能性也逐渐超越了中

央政府运用行政命令实现治理的范围。 简单的“是”或“否”无法捕捉

更无法约制制图过程中复杂的操作。 地方政府在运用地图进行土地治

理的过程中，首先通过简化的过程将实际地理空间进行抽象，呈现出对

其有利的信息，并隐藏了扩大和合并项目等实践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其
次通过主动制作地图和其他文件的方式增加自身的合法性，并通过空

间重组利用图层的挑选与叠加重塑和呈现空间。 这些操作使得地方政

府一方面可以满足“地图正义”并表现出对上级命令的遵从，另一方面

在图像展现的面向之外扩大了行动的自主性。 一言以蔽之，制图术的

研究重点不在于分析技术变迁，而在于体现整体治理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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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本文对制图术的概念外延设定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但这个分

析视角其实可以更广泛地运用于对地图之外的文件的研究。 它在经验

研究中的分析对象可以是一种广义的依赖可视化技术和人造物的治理

模式（“技术治国”、“专家治国”）。 另一方面，它也启发我们在认识论

与方法论上对认知工具加以更深刻的批判思考。 正如库恩所言，我们

现有的方法使我们无法看到纷繁复杂的世界本身。 主宰当代社会学的

定量研究何尝不是将现实世界投射（ｍａｐ）到线性模型的实践？ 数学模

型与地图何尝不是相似的社会治理工具？ 在这个投射的过程中，线性

模型不仅是认识社会世界的工具之一，同时也逐渐形塑和主宰了我们

对于社会世界的认知，使我们只能看到一个线性时空内个体彼此独立

而依循单一因果律的社会存在（Ａｂｂｏｔｔ， １９８８）。 这种统计模型对于认

知图式的重塑不也和地图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吗？ 因此，对于制图术的

研究要义在于对它的扬弃，在于呼吁对社会生活中具体情理的关注，在
于恢复对世界丰富与深邃的时空想象。

参考文献：
邓小南、曹家齐、平田茂树编，２０１２，《文书·政令·信息沟通———以唐宋时期为主》，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
李林倬，２０１３，《基层政府的文件治理———以县级政府为例》，《社会学研究》第 ４ 期。
渠敬东，２０１２，《项目制：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中国社会科学》第 ５ 期。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２００９，《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中国社会科学》第 ６ 期。
折晓叶、陈婴婴，２０１１，《项目制的分级运作机制和治理逻辑———对“项目进村”案例的社会学

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 ４ 期。
周飞舟，２００６，《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第 ６ 期。
———，２００７，《生财有道：土地开发转让中的政府与农民》，《社会学研究》第 １ 期。
———，２０１２，《财政资金的专项化及其问题：兼论“项目治国”》，《社会》第 １ 期。
周雪光，２０１５，《项目制：一个“控制权”理论视角》，《开放时代》第 ２ 期。
Ａｂｂｏｔｔ， Ａｎｄｒｅｗ １９８８，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ａｌ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６．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Ｂｅｎｅｄｉｃｔ １９９１， Ｉｍａｇｉｎｅ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ｅｒｓｏ Ｂｏｏｋｓ．
Ａｒｅｎｄｔ， Ｈａｎｎａｈ １９５８，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 １９６８，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Ｉｎ Ｈ． Ａｒｅｎｄｔ

（ｅｄ． ），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ｓｓａｙｓ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ｃｈｏｃｋｅｎ Ｂｏｏｋｓ．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Ｓｏｌｏｍｏｎ ２０００，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Ｐｏ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Ｇｅｏｆｏｒｕｍ ３５（２） ．
Ｂｉｇｇｓ，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９９，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ｐ：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４１（２） ．

５１２

论 文 制图术：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ＤｉＭａｇｇｉｏ， Ｐａｕｌ Ｊ． ＆ Ｗａｌｔｅｒ Ｗ． Ｐｏｗｅｌｌ（ ｅｄｓ． ）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Ｎｅ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 １７） ．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Ｅｌｄｅｎ， Ｓｔｕａｒｔ ２００７，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２５（３）．

——— ２０１０， “Ｌａｎｄ， Ｔｅｒｒａｉ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４（６） ．
Ｆｌｉｎｔ， Ｄａｖｉｄ １９８８，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ｕｄｉ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Ｍｉｃｈｅｌ 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èｇ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７７ － ７８．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Ｄｅｒｅｋ １９９４，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Ｇｏｌｄｍａ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２０１１， “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５（３）．
Ｈａｎｎａｈ，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Ｇ． ２０００，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ｓｔｅｒｙ ｏｆ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ｒｌｅｙ， Ｊ． Ｂｒｉａｎ １９８８， “Ｍａｐ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 Ｉｎ Ｄｅｎｉｓ Ｃｏｓｇｒｏｖｅ ＆ Ｓｔｅｐｈａｎ Ｄａｎｉｅｌｓ

（ｅｄｓ． ）， Ｔｈｅ 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Ｕｓｅ ｏｆ
Ｐａｓ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ｒｖｅｙ， Ｆｒａｎｃｉｓ ２０１３， “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Ｄｉｓｃｒｅｐａ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ｓｈ Ｃａｄａｓｔｒ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１０３（４） ．

Ｈｕｌｌ，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Ｓ． ２０１２，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４１．
Ｊａｃｏｂ，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 Ｅｄｗａｒｄ Ｈ． Ｄａｈｌ ２００６，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Ｍａｐ：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Ｋｏｌａｅｎｙ， Ａｎｔｏｎ １９６９， “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Ｔｅｒｍ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６（１） ．
Ｌａｔｏｕｒ， Ｂｒｕｎｏ １９８６，“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６（６） ．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 Ｈｅｎｒｉ １９９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Ｏｘｆｏｒｄ．
Ｌｉｎ， Ｇｅｏｒｇｅ ＆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ｏ ２００５， “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 ９５（２）．
Ｍｅｙｅｒ， Ｊｏｈｎ Ｗ． ＆ Ｂｒｉａｎ Ｒｏｗａｎ １９７７，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Ｍｙ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８３（２）．
Ｐｅｒｋｉｎｓ， Ｃｈｒｉｓ ２００３，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２７（３） ．
Ｐｉｃｋｌｅｓ， Ｊｏｈｎ １９９５，“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Ａｇ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ＧＩ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 Ｉｎ

Ｊ． Ｐｉｃｋｌｅｓ （ｅｄ． ）， 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ｕ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

Ｐｏｏｖｅｙ， Ｍａｒｙ １９９５， Ｍａｋｉ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ｏｄｙ：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８３０ － １８６４．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ｏｗａｒｄ １９８２， Ｅａｒｌｙ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ｈｉｃａｇｏ：

６１２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ｓｅ， Ｎ． １９９９， Ｐｏｗｅｒ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Ｒｅｆｒａｍ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ｓｅ⁃Ｒｅｄｗｏｏｄ， Ｒｅｕｂｅｎ Ｓ． ２００６，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Ｃｏｄｅｄ Ｗｏｒｌｄ．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０（４）．
Ｓａｈｌｉｎｓ， Ｐｅｔｅｒ １９９０，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ｎ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９５（５） ．
Ｓｃｏｔｔ， Ｊａｍｅｓ Ｃ． １９９８， Ｓｅｅ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ａ Ｓｔａｔｅ： Ｈｏｗ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Ｆａｉｌｅｄ．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Ｖｅｒｅｇｉｎ， Ｈｏｗａｒｄ １９９５，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 Ｉｎ Ｊ． Ｐｉｃｋｌｅｓ （ ｅｄ． ）， Ｇｒｏｕｎｄ Ｔｒｕ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

Ｗｏｏｄ， Ｄｅｎｉｓ ＆ Ｊｏｈｎ Ｆｅｌｓ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Ｍａｐ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
Ｗｉｎｉｃｈａｋｕｌ， Ｔｈｏｎｇｃｈａｉ １９９４， Ｓｉａｍ Ｍａｐｐｅ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ｂｏｄｙ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Ｗｉｎｎｅｒ， Ｌａｎｇｄｏｎ １９７８，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ｏｕ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ｓ ａ Ｔｈｅｍｅ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Ｚｈｏｕ， Ｘ． ， Ｈ． Ｌｉａｎ， Ｌ． Ｏｒｔｏｌａｎｏ ＆ Ｙ． Ｙｅ ２０１３， “Ａ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ｕｄｄｌ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７０．

作者单位：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闻　 翔

７１２

论 文 制图术：国家治理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